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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中的冲突———“府院之争”中的国会运作

余 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

摘 要:虽然以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冲突为代表的“府院之争”是袁世凯故亡后北京政治的典

型特征,但是在承认既有权势的基础上,并不妨碍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其他因素的考察。通过对“府院之争”中

的国会(侧重在野势力)运作及其角色的初步考察,增进对这一时期政治变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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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于1916年下半年至1917年6月国会解散期间的北京政局有着各种理解,不过最典型的看

法依然视“府院之争”(背后暗示美日之争)为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特征。尽管对“府院之争”的成因与影

响存在不同解读①,然而在目前所能读到的大多数研究中,普遍缺乏对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政治要素———
国会及其作用的考察。在民国初年设计成型的政制体系中,对行政权(至少在法理上)具有制约作用应

该是国会,尤其是占国会多数的反对党。某种程度上,“府院之争”所反映的更多是政治立场分歧与政治

派系矛盾[1],而“(国务)院方”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则表现在政治结构的制衡特性。本文就“府院之争”中
的国会运作(侧重在野党派)提出初步讨论。

一、国会重开后的政治背景

1916年6月袁世凯故亡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北京国会亦于8月1日恢复举行。国会重开,使得

“沉寂三年之政党,随起而产生新生命,且演政团林立之状况,恍若民国初年之政党焉”[2]55。民国元、二
年以国民党和进步党为特征的两党政治破局,国会重新进入多党派形态。在首届国会议席中占多数的

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但依靠张继等人的联络,原国民党系议员曾一度结合,形成所谓“宪政商榷会”。
宪政商榷会中,大致由三部分议员加入:客庐系(后分裂为益友社和政学会),属旧国民党之稳健派;

丙辰俱乐部系,多为旧国民党之激进分子;韬园系,属原进步党中之一派,后立场接近国民党。原国会另

一重要势力进步党则在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不党主义”口号下,褪变为“宪法研究会”,外界称“研究

系”[3]。尽管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对垒,但以旧国民党为主的“商榷会”和立场保守的“研究系”仍被

分别视为国会内制衡政府与支持政府的两大阵营,并且“商榷会”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孙中山就曾指出:
“现在国会虽为不党主义所阻,表面上未见政党出现,实际我党仍占大多数。”[4]

8月10日总统黎元洪邀集参众两院议员开茶话会,旨在疏通内阁人选,解决新政府的组成问题。
其中谓:“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之势力所构成,故组织政府亦不能专就一方面之人才为限断。用之期

① 近来有关这一时期北京政治及中国参加一战问题的学术研究主要有: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

2005年4期;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3期;刘景泉、林绪武:

《政学会与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6期;吴彤:《中国参加一战与日本的关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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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定人心安全局为先图,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倚。”[5]由于段

祺瑞出任总理得到研究系支持,黎元洪的谈话主要为国会中人数占优的国民党系议员而发。黎的“谈
话”收效明显,8月21日段祺瑞提出的内阁名单“未加辩论”便以绝对多数获国会通过[6]。

其中原国民党系议员张耀曾、谷钟秀分别出任司法总长和农商总长,亲国民党的孙洪伊以内务总长

入阁,而财政总长陈锦涛和外交总长唐绍仪(未到任)均系南方派。仅就阁员的分布而言,原国民党系阁

员甚至超过民元唐绍仪出任总理的首届内阁[2]119。不过,靠各派平衡成立的段祺瑞内阁并非国会党派

实力的真实体现,“混合政府”的特点尤其明显[7]。在此意义上,段内阁未能改变“朝小野大”的局面,依
然是民初少数派组阁的延续。段内阁成立后不久,就因国民党人唐绍仪拒绝出任外长一事[8],导致国会

国民党系议员对段祺瑞“大为不满”,数度否决后继的外长人选。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空缺长达两月

之久,直到提出原国民党人伍廷芳,才最终获得国会同意。
与此同时,总统府与国务院方面摩擦开始发生,“府院之争”初显。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不睦的内

务总长孙洪伊建议国民党应通过笼络冯国璋,促其选举副总统对段祺瑞施压。段祺瑞虽反对冯国璋出任

副总统,然“段派在议会内无力,而平日与段派联合之研究系又为冯国璋所吸收,不以反对冯为然”[9]。结

果,冯在国民党的支持下顺利当选副总统[10]。冯国璋在当选后未能兑现与国民党方面达成的交换条件,使
国民党希望通过一派军事力量来制衡另一派军事力量的企图落空。不过,虽然国民党系内部呈现分裂,但
在政治对手看来依然表现不容小觑。段祺瑞对此有清楚认识,他曾希望吴景濂出任湖北省长,目的是以此

削弱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9]40-41。国会中派系实力的力量对比预示段祺瑞的施政不会一帆风顺。

二、借款、政潮与国会演进

民国成立以后,几乎历届政府都面临财经吃紧的困难,段祺瑞的新政府也不例外。因此,段内阁先

是由财政总长陈锦涛和农商总长谷钟秀避开银行团,以中日合办安徽太平山、湖南水口山两矿作抵,向
日本兴亚公司单独筹借八千万元[11]。后又通过驻美公使顾维钧联系,以“烟酒税”为抵押,向美国芝加

哥大陆商业银行(TheContinentalandCommercialTrustandSavingsBank)借款五百万美元[12]。
这两笔旨在缓解财政危机的借款,均在国会遭到国民党系议员的激烈责问。有关“兴亚借款”,由于

“财政当局迫不及待”,“随日人自行如何缴款”,此被认为“非国务会议所全体议决之事,且不依法先得国

会之同意,对于政府、对于国会皆为违法”[13]。果然,国会针对财政部在借款中的“不法”行为举行秘密

质问会[14]。稍后议员陈家鼎等人对此提出的“弹劾陈、谷总长案”,则被视为“不啻弹劾”段祺瑞:“盖兴

亚借款段实主之,事实所不能讳也。……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会与段氏之感情亦渐可见矣”[15]。此

案虽被列入众议院议事日程,但由于弹劾所要求的门槛过高,未获通过。
而中美之间所谓“纯粹商业性”的贷款则不仅遭银行团国家干涉,同时也“令人意外”地受到国内政治

势力非议,“议妥贷款的消息一经传出,在受到政府欢迎的同时却遭到反对派政党的强烈反对”[16]。顾维钧

的岳父、曾拒绝出任外长一职的国民党人唐绍仪甚至还发出电报对顾“替北京政府获得贷款”表示不

满[17]146。因有“善后大借款”的前车之鉴以及出于监督政府之责,国民党系议员的举动本无可厚非,但如此

激烈反应还是有些出人意料。事实上这反映出在野政治力量的某种焦虑:如果北京政府持续得到借款,将
形成单极优势,并可能最终消灭在野力量。议员邹鲁向政府提出的“十大质问书”主要担心就在于此[18]。

尽管借款最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但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并未轻易解除。孙洪伊的人事任免案成

为影响国会与政府关系的另一问题。1916年10月27日,参议院议员王湘和龚焕辰针对段祺瑞免去与

其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不合的内务总长孙洪伊职务事件,提出《关于国务总理违法请免内务总长职

连迫总统盖印质问书文》一案。“质问书”依据《临时约法》,认为总理并非阁员“长官”,而是“同僚”关系,
无“进退属吏之权”。支持孙洪伊的议员反对段祺瑞随意任免阁员,担心“此例一开,将来总理专横恣肆,
以意进退阁员,为所欲为,而合议制之责任内阁精神消归乌有”[19]。

“质问书”虽不乏替孙洪伊“讨说法”之意,但已经提出改组内阁,规范“院方”权限的问题,对段祺瑞

“不信任”的意思煞是明显。然而“混合内阁”的调整并非易事:孙洪伊一派提倡推翻段祺瑞内阁,但自己



本身为阁员,以一般情形而言殊非适当;反对孙洪伊者,又面临孙为段内阁之一分子的尴尬。后虽在徐

世昌的调停下,总统黎元洪以同时免去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作罢,但政府与国会间隙已生[20]。
一般舆论未能看出政潮背后的玄机。在孙洪伊事件之后,有评论认为:“害群之马虽去,后继之者尚

不知定为何人,吾望段总理以孙氏入阁事为鉴,慎选内务总长。务再以调和敷衍之手段,轻于援引,致再

种他日纷扰之因”。作者同时希望国会议员“当知段公既不可去,则凡段所提之人,慎勿轻予否决

也”[21]。认为段祺瑞“不可去”、孙洪伊是“害群之马”皆是重视人事的表现;要求国会不要为难段所提后

继人选,则含有对国会不尊重的意味。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再采用“调
和敷衍之手段”。换言之,作者并不轻易承认国会中多数派的政治作用。不过,事实上后来段祺瑞提出

的任可澄、汪大燮等阁员人选,均多次遭国会否决。
缺乏政党支撑的段祺瑞政府执政仅仅两个月便遭遇诸多掣肘。这些“掣肘”不仅部分与总统、总理

之间的责任权属划分不清有关,也来自于国会中占优势的在野势力。无论是中日“兴亚借款”案,还是中

美“烟酒借款”案,均是占国会多数的在野党派挑战政府的表示。而接连不断的内阁危机,表面上看虽是

阁员矛盾,特别是内务总长孙洪伊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之间的冲突,其实也是段祺瑞的“联合政府”难
以反映国会党派力量对比的表现。《申报》的评论说这是“总理与内阁为不相连属之物”,而这样的内阁

“卒不能为国家负丝毫之责任也”[22]。尽管如冯国璋等建议考虑调整人事,以缓解过于频繁的冲突,但
效果也仅仅是推迟了矛盾彻底爆发的时间。从后见之明看,参战问题前国会经过处理借款问题以及解

决内阁危机的演化,制衡政府的势力正趋于成型。

三、参战问题与国会中的反对派

所谓参战问题,即一战后期中国是否应美国要求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1914年欧战爆发,当时

的中国政府在8月6日宣布中立。至1917年初,参战问题复被提出。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级潜艇”政
策,美国对此甚为不满,双方因是绝交。美方同时希望中方亦与德断交,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S.Rein-
sch)当即分别约见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力图“说服中国按照我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

动”[23]。据张国淦所言,国务院方面在2月1日晚紧急商议对德方针,“段本主张宣战之人,忻然同

意”[24]。段祺瑞并且认为不追随美国,而独立提出参战。此立场一开始并没有遭到北京政界过多非议。
与总统、政府沟通的同时,芮恩施还特别重视对国会方面的争取,尤其看重国会多数党的政治作用。

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对德宣战之前,他就邀请国民党方面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到美国使馆谈话,希望

国会能给予协助。据事后王正廷向益友社的报告称:“美国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对德先绝交,绝交后再宣

战。中国既加入协约国,中国对协约国以往所损失权利,可趁此机会收回,美国愿从中斡旋,并可担保。
请王将此意先向贵国总统及贵国内阁说明此意,请贵国政府与议会方面一致进行。”[9]42继芮恩施之后,
孙明甫(RoyS.Anderson)和《远东时报》代理编辑瑞纳(WilliamHenryDonald)等人也专门游说包括

国民党在内的国会领导人。国民党系方面对美方的要求基本未持异议,其并推举吴景濂、王正廷、褚辅

成、张继四人分别向总统及内阁接洽。
值得注意的是,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之前,旧国民党政治人物的个人表态呈现多元,其中国民党系的

温和派议员对参战问题大多持积极态度:“平日极端反对者对此殊多一致。故如《国民公报》、如《甲寅日

刊》、如《中华新报》、如《公言报》等,平日议论反对论列此事,颇赞成中国之起而抵抗,亦不过程度之差别

而已”[25]209。但国会中的国民党激烈派丙辰俱乐部方面受到来自南方国民党人的压力,要求他们公开

反对参战[26]。

2月9日下午,参众两院召开秘密会议,段祺瑞出席报告外交事宜,正式宣布对德抗议及对美国之

照复。中国政府发表的“抗议”声明是实现参战的第一步,国会与政府在此问题上有难得的共识。“抗
议”声明的发表使芮恩施颇为高兴,却不免忽视了国会反对派方面的疑虑:“报告受到了欢迎;只对所遵

循的程序提出了几个问题。国会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表决,因为这被认为是内阁在其合法的职责范围内

采取的行动”[23]197。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系议员汤漪就质问:政府此来报告已成之事实乎? 抑为说明其



将来对外政策之初步乎? 段回答:纯为报告。政府未能事前与国会沟通引起部分国民党议员不满[25]212。2
月10日益友社开会,其中研议:“议员在议会中,对于政府取严肃态度,惟警戒其今后要事必先与国会接洽

勿仅为事后之报告。”[25]215梁启超对此有所注意,他主张“稍缓发表”抗议声明,其理由有二:一则“谓为最后

非有宣战之决心,则抗议毋宁勿发”;二则“谓发抗议以前,有三方面当先行接洽,其一协约方面,其二国会

方面,其三各省长官方面也。……然某总长某参事已于八日面许美使,云明日发表矣,既不便变更,则惟有

于抗议后补行接洽已耳”[27]807。梁对政府事前未能沟通国会即发表抗议声明有所担心。
然而,段祺瑞并未因梁启超的“提醒”而改变行事风格。他更看重所谓“名流”、“元老”,不但时常咨

询顾问,而且任其出席国务会议参与外交决策。甚至属于咨询性质的所谓“外交会议”竟也被人混诸“国
务会议”:“国务会议非国务员不得列席,而外交会议则为非正式之谈话讨论紧要问题,以供国务当局之

参考,不过为临时咨询之机关而已。每次列席者,……其所讨论议决,乃无拘束之力,事实上则每影响于

外交。”[25]222政府倚重名流、元老的做法引起舆论关注,记者特别提醒“窃恐因是而起党争,反将以外交

而供党争工具”[25]215。《大公报》对此批评:“中德问题发生后,参预大计者,有所谓名流焉,有所谓元老焉,
有所谓外国顾问焉,若而人者,皆非于政治上负何等责任,而实际上定大计,决大疑,乃反为此辈人物,此非

一至奇之现象耶?”[28]23-24事实上,段祺瑞的这一决策方式为国会反对派所反感,并不断为人所诟病。
抗议声明发表后,政府面临是否绝交的问题。2月23日,副总统冯国璋到京,各方加快就绝交问题

的磋商。2月26日,黎元洪邀集各方讨论外交问题。经会谈,段祺瑞“主张积极前进”,黎元洪也表示

“处于责任内阁制度之下,只须阁议决定,国会同意,余个人之意见可以牺牲”[25]229。之后,益友社的重

要成员(如吴景濂)则面见段祺瑞,要求积极考虑绝交乃至宣战事宜。但段祺瑞“又虑国会对伊多次反对

者,恐提出绝交案不能通过”,吴景濂向段祺瑞保证:“此事为国家大计,国会同仁为拥护国家权利起见,
绝不能对总理所提之案不与通过,吾等可为担保。”[10]43尽管有吴景濂的所谓“担保”,段祺瑞还是主动展

开对国会的交涉工作。
在国务会议决定将绝交案提交国会表决之前,外长伍廷芳曾表示:“绝交尚未宣战,似可不必交国

会。”但是段祺瑞却不这样认为:“总统主张交议,当尊崇府方意见。且两院不明瞭外交内容,交议亦可促

其注意。”[24]94除“对于国会之意思,非常尊重”而外,段祺瑞还希望能因此加快“宣战”进度:“依约法之所

规定,惟宣战须得国会之同意,但断绝国交则已入交战状态,随时随地可以宣战,故断绝国交应认为宣战

之一步,当然先求国会之同意。国会同意,即表示与以宣战权,于进行较为便利,政府殆取此种解释方法

者也。”[25]231故段于3月2日先行邀请部分国民党系议员至国务院“谈话”。议员对于此次政府的举措,
“赞成者实居多数”[29]。

然而,3月4日当段祺瑞率领阁员到总统府,请求“盖印”时却发生困难。黎元洪变卦,声称“此案当

再考虑”,段祺瑞因是当晚出走天津。有意思的是,虽然黎元洪对政府的外交方针有明显异议,但又数度

表现出“个人意见不足观”的态度,托词以国会意见为转移[25]234。然而,段祺瑞的“出走”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加速“绝交问题”解决的契机。在冯国璋的斡旋下,黎元洪做出让步,表示今后将取“责任内阁制度

之下元首”之态度后,段祺瑞于3月6日返回北京。大体赞成参战的章士钊曾批评段祺瑞“拂衣而去”是
不能体认“责任内阁”的表现[30]93,因此在“颇主张先以外交问题付国会解决”的呼声面前,他却坚持:“政
府现在准备仍(原文如此)至将决定发表之前一二日,再行出席国会,其理由则谓必先得有各国之确实保

障,庶对于国会不徒为空言之报告”[25]237。

3月10日,段祺瑞亲自出席众议院常会,报告外交政策,后经表决绝交案获得通过。参议院也在两

天后通过了该案[31]。舆论大都对“绝交”表示高兴,认为这是国会与政府相互协商的重要案例,《申报》
不惜从“宪政”的高度来评述此事件。另一评论也认为:“中德断交之举,政府国会意见一致,此不独在中

国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即内政上亦为破天荒之快事。”[28]32

尽管国会多数赞成绝交案,然而国民党激烈派没有放弃阻止该案顺利通过的努力。在3月10日段

祺瑞出席的众议员常会上,国民党系丙辰俱乐部议员唐宝锷、田桐、叶夏声、吴宗慈等各自陈述反对理

由,均认为中国若绝交并不能因此而获益[32]。在此之前(3月9日),孙中山便致电参众两院,希望议员



“审理坚持,转圜枢纽”,力图否决绝交案[33]。当众议院通过绝交案后,张书元、田桐等丙辰俱乐部成员

还发表通电,试图影响参议院的表决结果:

  吾国图存专恃均势,中德断交是自破均势。舍安趋危,有百害而无一利,商民生业影响尤大。
……无如有一般议员只求迎合政府意思,不顾国家存亡,妨碍质问,不容讨论……。窃维此次外交

关系重大,同人等认为必须详慎商榷,不能率尔赞成。……犹幸参议院尚未表决,唯有仰恳我爱国

群公,极力坚持,毋使民国断送于政府及少数与党之手,大局幸甚。[34]

但在“议员分子反对政府者”为多的参议院亦以绝对多数通过绝交案。因此,国民党人周震麟事后

的通电显得无可奈何:“对德绝交,存亡所系,同人鉴于国家世界情势,以为不可。今日记名投票表决,赞
成者百五十八人,反对者三十七人,多数政治何干不从? 同人智力浅薄,无可挽回。”[25]247

绝交后,宣战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国会国民党系议员中,益友社对宣战问题一开始较为支持,针
对政府“忧虑将来提出宣战案后,恐两院不能如今日之易通过;且外省督军如冯国璋、张勋等,亦皆反对

对德事件,将来更难措手”,吴景濂建议政府应诚心与其沟通,并表示自己愿意前去游说。但在成功说服

冯国璋、张勋不反对宣战(事实上两人均反对)回到北京后,据悉段祺瑞可能“以宣而不战”,目的在“借端

借款练兵,制服国内民党为主旨”时,吴第一反应即是“大旨不外对伊提出宣战案不与通过”[9]46。
政府过于依靠政治对手,被国民党人视为君宪代表人物的梁启超,也给国会在野势力很大刺激。梁启

超等人有意推翻国民党的传闻早已流传开来,国民党系议员马君武等40多名丙辰俱乐部成员联署提案,
质疑梁参与外交决策的合法性[35]。南方国民党人则继续透过舆论、亲国民党的地方督军、害怕加重经济负

担的商民组织等各种途径影响国会。另外,孙中山还特意将在国会表现“活跃”的邹鲁招至上海,要求统一

国民党系议员的立场:“总理特电召我到上海去,而示我主张中国不能参战的理由,并吩咐我回京后,转告

本党议员,支持这种主张。此后本党议员之间,对于参战问题,才有比较一致,反对参战。”[18]75

国民党人之所以如此强烈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对德外交政策,正是看到了政府与国会逐渐形成的某

种“合作”关系。其实,遭国民党人攻击的梁启超就曾致信段祺瑞:“今政府与国会感情正洽,方恃之为后

援,切不可孟浪操切,供反对派以煽播挑拨之材料。”[27]812-813梁还建议段祺瑞如何处理与反对派的关系,
包括需要时做必要让步,以避免政府与国会“宣战”。

不过,政府方面对断交后的进一步措施却缺乏明确规划,宣战事宜进展缓慢。由于若宣战,即会引

发许多实际问题,记者观察到:“对内则缺乏一致之精神,对外则无确实之保障。第三步之进行,所以极

困难也。”[25]2494月8日美国对德正式宣战后,虽对国内主战势力为一大鼓舞,但苦于迟迟无法得到协约

国方面就中国参战权益的保证,内阁成员对于宣战问题一时立场不甚明朗。不过就阁员对宣战态度的

变化而言,赞成者相对于反对者有明显减少[25]254。参战问题的博弈开始向不支持参战者倾斜。

4月10日,参议院开全院委员会讨论参战问题。国民党系议员丁世峄发言谓:“政府对德方针无从

赞成,亦无从反对,惟始终怀疑。以为政府无明确之主义,无最终之目的,无贯彻之政略。”[36]同时,国民

党方面认为政府鼓动各省督军来京,此举将严重威胁国会尊严。原先对宣战问题较为支持的益友社、政
学会等派别因此纷纷以“内阁问题”为由,或“绝对反对”,或“有条件反对”[27]819。国民党系派别的反对

立场因是日趋靠近。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段祺瑞方面与国会所形成的“正洽”局面遽然消失,宣战问题一

时陷入僵局。
此后的转折事件出现于4月25日召开的督军团会议。此举被认为是在“大总统黎元洪扼之于内,

国会议员与在野人物阻挠于外”的情况下,段祺瑞为推动对德宣战而实施的“军人干政”[37]。4月29日

会议结束,决议赞成参战。5月7日政府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5月10日当全院委员会开会审查该

案时,却遭遇所谓“公民团事件”,导致无法讨论此案。5月19日众议院开会,宣布缓议对德宣战案,同
时意味着众议院对段内阁“不信任”[24]97-100。段祺瑞随后去职,研究系议员亦大多抵制国会,政局陷入

混乱,终引发国会二度解散。
不难看出,就参战问题而言,国会中反对政府外交方针者,立场各有差异。国民党系激烈派之反对



可谓“为反对而反对”之典型;国民党系温和派别之反对,则明显在于制衡政府,双方的差异实为不同①。
另外,诸如益友社等派系虽然在立场上时有摇摆或松动,但始终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国
民党系后一阶段的“不合作”态度很大程度在于政府依靠谁,做出有利于谁的决策,“至今之反对外交者,
果反对方针欤? 抑反对政府之办法欤? 殊为疑问”[30]69。

对此,陈独秀有深刻体察,他呼吁国民党在此关乎“国家存亡盛衰之唯一问题”上应该有“二种觉

悟”,“一曰拥护本党党义相同之内阁;一曰尊重与本党党义相同之敌党”。并且警告如果(国)民党“坐视

政策相同之内阁非法倾覆而不为之积极援助,可谓之对于党义不忠实,对于宪政无信仰,对于国家不能

牺牲私怨。是民党光明磊落猛勇精进之精神完全丧失。即党之形式勉强存在,实于政党史上无丝毫价

值也”[38]。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陈独秀对国民党及其议员的希望没能实现,大约两个月后陈就承认:
“政局至斯,吾国民党人当首任其咎”[39]。梁启超在一年后回顾参战问题时,依然强烈不满国民党:“罪
在国会之多数党,不在合肥也。”[40]

尽管段祺瑞处理参战问题的手段颇受人微词,但著名记者胡政之却认为:“方彼在职,异党言论颇得

自由,异党人才亦得登用,是其头脑虽病简单,精神实合宪轨,赖彼声望镇慑武人,新人物亦得于妥洽的

形势之下,徐徐修养实力为渐进的改革,乃不幸一派人士凭持意见排之使去,过渡之人物既失,即排之者

亦卒无以自存”[28]47。胡的一席话无疑有助于理解时人的政治观感,“即排之者亦卒无以自存”也多少是

国民党系议员的真实写照。多年后,段祺瑞会见原国民党议员马君武时表现仍相当冷淡,段对此解释

是:“从前他当国会议员,我出席国会,提出对德宣战案,马反对最力。马受贿得了德国人的钱,他是汉

奸。”[41]可见参战问题上国民党议员的表现给段祺瑞留下印象之深刻。

四、余 论

毋庸置疑,1916-1917年的北京政治尚在以武人为核心的北洋体系控制下,“实力”与“人情”依然

是政局发展的主导要素。不过,在承认这一既有存在的基础上,并不妨碍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其他因素的

考察。纵观近一年时间的政治运作可以发现,国会中的在野势力表现活跃,这不仅是政治派系冲突的结

果,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国会政治的制衡特性。
事实上,包括“借款”和“参战”在内的冲突,恰恰是反对派有意识运用国会这一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

尝试,诚如顾维钧的观察:“北京斗争的战略中心是国会”[17]146。换言之,在大多数时候,国会是政府和

在野势力寻求解决矛盾的必要机制。甚至在对德断交中双方所形成的合作局面,曾一度使人看到国会

政治积极的一面。不过,对于本质上是一个“联合政府”的段祺瑞内阁来说,其无力改变国会中反对派力

量占多数的现实。近代以来议会“关于立法的权限,在许多国家方面,差不多已经失其实际的活动”,议
会的作用更多表现为“政治统治的机关”,“内阁组织之原动力”,“内阁推倒的力量”,“批评机关”。但所

有这些作用能够发生效力还必须依靠成熟的政党政治为支撑,“议会内阁制是两大政党互相对立,在任

何一党占众议院之最大多数的时地,便能够圆滑地进行”,而几个党派联合内阁或少数党组阁,其政府则

不免“短命”[42]。因此,只要国民党系在国会维持多数,即使没有参战问题,段祺瑞内阁被推翻的命运似

乎也难以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督军团事件发生,但是段祺瑞从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绕过国会的意思,而是

力图协调与国会的关系。段祺瑞曾对芮恩施说:“我并不期望从恢复国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党派斗争和

与政府作梗的情况将会层出不穷。……但我还是愿意让它得到一种公正的试验。”[24]158然而,一旦政府

与国会发生冲突,政府却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事实上,段祺瑞祭出“武力要挟”一招,也多半是“无
计可施”后所作的孤注一掷。因此,段祺瑞方面的困境还在于“约法上阁员有同意权与国会无解散权之

① “众议院议员白逾桓等受德公使之运动,竟作根本反对宣战言论,与大众反对此案之主旨毫不相干。”见吴叔班记录:《吴景濂

自述年谱》(下),《近代史资料》第107号,第49页。其中,政学会的立场又有不同,“益友社民□□大倡,倒阁之论,独政学会极以决裂为

虑,以调停之说向研究会交涉”,但目的“总之仍是争椅之说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0页



束缚,府院两方精神上终不融洽之种种障碍,实使段君与其左右之赳赳干城英雄无用武之地”[43]。梁启

超也认为:“政府不为国会所信任,原可解散国会,以再诉诸舆论,今我国既有此背戾宪政原则之硬性约

法,政府既成立于此约法之下,何能强学他人。”[27]823-824政府缺乏法律制度上的有效反制手段,也使基于

分权制衡思想而产生的国会政治运转不畅,这是考察民初国会运作所不应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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